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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领域里的所谓“新现实主义”，一般是指二次大战后一段时间内兴起的富有特色的意大利电

影创作。其创作倾向与作品传播都具有很大的世界性影响。一方面，它具有一般文学艺术层面的现

实主义属性，即强调人物尽可能贴近现实生活，故事仿佛是自然发生，主要采用白描手法来进行叙事

等。同时，它与一般现实主义艺术，尤其与当时及此前的一般现实主义电影又有明显不同：比如在电

影艺术创作方面主张编导合一，倡导起用非职业演员来饰演自己，大量使用方言，利用自然生活场景

拍摄，最为关键的是特别强调关注现实社会中底层民生的艰难，努力赞美并塑造有缺点的社会普通人

形象，旗帜鲜明地抒发带有强烈底层情怀的人文主义思想，于是在世界电影领域被命名为“新现实主

义电影”，或者“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关于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这个说法，最初由少数外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在评论中国20世纪30年代

部分电影的时候间接地涉及到，其中著名的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的说法可能影响最大：“中国

30 年代创作的某些优秀影片，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相类似，但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1943—）早了10年。中国30年代电影可以说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先导。”[1]笔者在1997年前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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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李多钰：《中国电影百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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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到这个已经说得非常明确的观点，于是在1998年首次提出“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1]这个名词。借

助于国内电影学术界最近广泛讨论中国电影学派问题的东风，笔者尝试就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前

世今生问题再做进一步论述，希望能够获得学术界的批评指教。

一、原发性的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

2018年初以来，中国电影学界开始热烈探讨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问题。这无疑非常契合党的十

九大以来特别强调建立文化自信的精神。国内重量级的电影学术期刊集中刊出多篇重要的相关学术

论文[2]，多个高校和学术机构合作举办了几次相关主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3]，北京电影学院还专门成立

了“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与此同时，相关的学术探索研究也随之展开。本文以为，关于中国电影学

派的研究和探讨，其实不妨首先建立在世界有相对认可的部分，比如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

现实主义电影”。因为说到中国学派，如果没有一点世界的认同，那就总有点等于自说自话。

以1934年的中国电影来说，至少面世了这样三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一部是无声影片《神女》，另外

两部分别是早期有声影片《渔光曲》和《桃李劫》。《神女》由吴永刚导演，阮玲玉主演，影片主人公是一

位独自抚养一个儿子的妓女，故事情节简洁而感人，也发人深省，被公认为中国无声电影最优秀的代

表作——至少从现实主义创作这个角度上来说当之无愧。《渔光曲》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故

事片，曾经在盛夏酷暑期间创造了连续放映84天的记录，有力地见证了关注民生疾苦的新现实主义

电影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就像10多年后问世的《偷自行车的人》《罗马11时》等著名意大利新

现实主义电影。《桃李劫》真实地讲述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一对知识青年夫妇，居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坚持善良的为人原则而在社会上处处碰壁、最终双双悲惨离世，其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光芒至今煜煜

生辉。如果我们把1934年看作是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元年，那么这三部具有强烈新现实主义电影特

征影片的巨大成功，不仅震动了当时中国影坛，事实上也隆重地开启了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和世界新

现实主义电影的序幕。之后，比如描写生活艰难与人性美好为一体的《马路天使》，描写当时社会青年

生活艰难现实的《十字街头》，也都是中国新现实主义的上乘之作。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国力衰弱、世事

艰难和民族电影发行能力有限，以上这些中国新现实主义影片完全都是可以很好地走向世界并影响

世界的。另外，“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里，当时中国电影人创作了《民族生存》《肉搏》《保卫我们的土

地》《八百壮士》《塞上风云》《胜利进行曲》和《中华儿女》等直接反映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地区人民坚定

不移抗日情志的影片。这些影片与1945年才面世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开山之作《罗马——不设

防的城市》一样，在表现反抗侵略斗争内容的时候，特别注重塑造普通人的正面形象，赞颂人民群众在

社会巨大变革中勇于牺牲的精神风貌和敢于斗争的信念力量。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诸如前述的上海电影，其实都贴近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百姓生活而来，根

本没有受到任何外国电影流派的影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在时间上更是不可能），因此，诞生于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不仅直接来自于中国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且其新现实主

义创作特色完全是自觉自为的。换句话说，这些具备世界公认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基本属性及特征的

影片，都早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而创作，完全是原发性而不是输入性的，绝对具有被命名为“中国

新现实主义电影”这可以看作为运动或流派乃至学派的基础。尽管人们现在仍然不清楚诞生于上世

[1]倪祥保：《影视艺术鉴赏基础》，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7页。

[2]如《电影艺术》2018年第2期、《当代电影》2018年第5期都集中刊载了相关内容的重量级学术论文。

[3]如由上海戏剧学院电影文化研究中心、《当代电影》杂志社、中国文艺评论上海戏剧学院基地共同承办的“‘上海

电影与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与批评大型学术会议”（2018年6月30日—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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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30年代上海的那些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对稍后出现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到底有否影响，

即不知道它事实上是否真正成为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先导”，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自觉而原发性地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不仅在面世时间上要早得多，而且其蔚然成风的

时间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也要长很多，在中国电影中的延伸影响也很大。对此，中国电影史研究

不应该无动于衷，或者说不应该在这一点上妄自菲薄。

对于诞生了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阶段的中国电影研究，以往或是以左翼电影的角度加以关注和

研究，或是从“孤岛电影”“国防影片”等方面来进行专门研究。所有这些，都不无价值，但是相对缺少

世界性视野，因而也缺乏世界影响力。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电影学术界是到了为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

擦去历史尘埃、让其光彩夺目的时候了，因为它不仅代表曾经辉煌的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也应该让其

精神很好地传承于当下和今后。

二、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特征及历史传承

既然在世界范围内确认有新现实主义电影这个说法，就一定有新现实主义新在何处的基本内容

及表述。这个基本内容及表述，其实也就必然涉及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特征。

关于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特征，一般主要不是从美学风格上来界定的，而主要是从

作品故事所讲述和传达的文化思想内容方面来确认的。乔治·萨杜尔关于中国20世纪30年代某些优

秀影片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相类似的观点毋庸置疑。促使他生发这种认识的关键一点，就在于

他很好地感受到了新现实主义电影最为重要的基本属性及基本特征：首先是故事思想内容而不是影

片美学风格。在这一点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导演鲁奇诺·维斯康蒂的观点也许是最为旗帜鲜明

的，他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个内容问题。”[1]对此，中国西方电影研究专家邵牧君

先生也指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这个电影艺术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进步和民主倾向的

运动”[2]。这无疑将维斯康蒂所说的新现实主义的“内容问题”加以具体化了。简明而概括地说，在世

界范围内，对于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关键认知，确实就在于故事内容的人文情怀及民主倾向。具体来

说，就是在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时候，往往对普通民众给予更多的肯定与赞美，尽管他们身上不

无缺点和不足，甚至还不无蒙昧与落后之处。以此为参照，前面说到中国1934年诞生的《神女》《渔光

曲》和《桃李劫》三部影片，都是完全符合相关认识的。由此也可见，之前关于新现实主义电影特别注

重使用非职业演员、编导合一和使用方言等，确实都可以是很多新现实主义电影所具有的美学风格及

特征，但不是其最为主要和本质的美学风格及特征，这就是为什么说“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个内容问题”

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以“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个内容问题”的观点出发来评价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的新现实主义创

作，就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其生活内容的思想倾向和关注民生的情感态度，或者说可以更好地理解中

国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人文情怀及历史传承。历史地看，无论是更多具有左翼色彩的电影，还是充满关

怀民生艰难的电影，无论是不甘沉沦的“孤岛电影”，还是热血潜涌的“国防影片”，它们都源于生活而

高于生活，非常的接地气。纵观中国艺术创作历史，现实主义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而生生不息。从《诗

经》中“风”采集于里巷野田开始，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乐府精神的绵延不绝，中国艺术创作对社会

现实生活“俯拾即是”的传统，总是和中国艺术家始终萦怀不去的人文情怀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

[1]转引自焦素娥：《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郑州〕《中州学刊》1997年增刊。

[2]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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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是中国文艺创作历史精神在当时电影创作中的

传承发展，或者说是中国文艺创作历史精神进入当时中国社会现场而被发扬光大了。这就是中国新

现实主义电影完全是原发性而不是输入性的一个最为主要的根本原因。坦率地说，抗日战争胜利之

前的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其实完全不比1945年之后才面世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逊色，也一点

都不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知名度很高的中国优秀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著名

影片。其理由，也许可以用《马路天使》片头非常耐人寻味的电影表达来加以形象地说明：摄影机先仰

拍一座白色大厦的楼顶，再逐步下降拍摄大厦各层直至其阴暗的地下层。因此，这部影片不仅是早期

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中具有浓墨重彩的一部，而且也对大部分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特征进行了很好

的形象注解。其关注底层社会的文化自觉，关注百姓疾苦的深切情怀，跃然于镜头画面，与古人“哀民

生之多艰”的文学情怀及创作如出一辙。也许正是出于同样的认知及理解，李道新教授在探讨中国电

影学派相关问题的时候也明确指出：“只有建立在尊重前人的创造与延展学派的传统基础之上,中国

电影学派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1]

需要理直气壮地略作说明的是，正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主创人员几乎都是共产党人[2]，中

国新现实主义电影也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影响下的进步电影艺术家创作而成的。其中的关

键，就是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夏衍、阳翰笙、田汉等共产党人先后进入上海电影界，

参与并影响了上海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以各种方式对中

国进行残酷的侵略、欺凌和剥削，再加上政治腐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挣扎在水

深火热之中。但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更没有屈服，他们在中国共产

党及其他社会进步力量的引导、影响下，坚定不移地为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而努力奋斗。“9·
18”事变后，腥风血雨而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序幕已经拉开，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

侵略、奴役、剥削和压迫斗争中所不断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无畏精神和善良品质，为更多进步艺术家

所看到并深受感动。因此，以具备新现实主义电影基本特征的方式来再现这样的现实生活和表现人

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在当时中国其实完全是一个因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文艺传统和遵循一般现实

主义艺术创作规律而行动的问题，从某种角度看，就像是一种水到渠成。这就是说，促使中国新现实

主义电影诞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特定历史现实对艺术家的感发触动和进步艺

术家对祖国、民族、人民所具有的热爱和关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直接介入当时电影

创作的积极影响，则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

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的中国电影创作，不仅较多体现人文情怀及民主倾向的新现实主义特

征，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正能量，而且也因为富有现实生活气息和民族艺术审美而更好地满足

了广大观众的观赏需求。比如《渔光曲》《马路天使》的民族音乐剧特色，《神女》《桃李劫》将美好的东

西破坏给人看的悲剧处理，《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的中国滑稽戏风格，等等。相关生活内容与形

式选择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当时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丰富多彩和为观众所喜闻乐见，产生了非常好

的传播影响，使之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丰收期。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国力羸弱，相关电

影作品起码不至于让很多世界电影史学家们觉得相见恨晚。在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电影人

再不为自己曾经的优秀电影站台，不仅愧对中国电影界先辈，也不利于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因此，

认真回望曾经辉煌的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也具有促使中国电影更好走向世界和积极影响世界的深

[1]李道新：《郑正秋与中国电影学派的发生》，〔北京〕《电影艺术》2018年第2期。

[2]郑雪来：《银海遐思录之十四》，〔贵阳〕《电影评介》2008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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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影响。

三、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当代发展

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除了其美学上所具有的创新发展，更应该看到其社会思想与历史认识的进

步和提高，这确实是新现实主义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特别能够“赢得广大有道德修养的观众的欢迎”[1]的

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是其在中国当代富有积极文化影响及价值意义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虽然中国新

现实主义电影的当代发展似乎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步一时的先进，但也不

乏可圈可点之处。具体来说，最为主要的两点，就是它与中国西部电影的崛起和中国第六代优秀导演

的主流创作密切相关。

中国西部电影也简称为中国西部片，但是与美国西部片完全不同。中国西部电影主要由中国第

四代电影导演中的翘楚吴天明开启，同时带领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一起创作并一

时蔚为大观。吴天明的《人生》《老井》等，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和陈凯歌的《孩子

王》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作。以《秋菊打官司》为例，尽管有人将后出的《我不是潘金莲》与其进行对

比联系，其实，除了在女主人公坚持不懈地讨要说法这一点上的相似，其余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巩

俐所饰演的秋菊，不仅土得就像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样子，完全是中国西部农村的一个农妇，而且非

常真切而深刻地演绎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及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其中最为典型的生活故事就

在于：秋菊顺利生下了大胖儿子，高兴地邀请包括村长在内的乡亲们吃饭，早已把告状的事忘了一干

二净。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总是慢一拍的执法机关却突然来把村长抓走了。曾经想到像古人“滚钉板

告状”那样运用法律这个现代文明事物为自己主张权利的秋菊，显然无法理解现代文明事物怎么在她

不需要的时候，却偏偏又突然降临了。这种对现代文明具有某种类似“叶公好龙”式的认知及态度，与

其说非常富有戏剧性，不如说是更具有现实性。它现实而深切地告诉观众，现代文明之于中国广大的

农村和农民来说，决不像阳光普照那样能立刻做到“芙蓉国里尽朝晖”。电影艺术家运用形象思维表

达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特定认识，具有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魅力，足以令当代人依旧折

服。因此，《秋菊打官司》的精彩之处，主要不在于让人觉得好笑，而是简洁而耐人寻味，并且是结于未

尽的，就像很多优秀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一样。

就整体来说，中国西部影片比较关注依然穷困的中国西部农村的普通百姓生活及文化传承，更多

以赞美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精神为主要思想倾向，同时展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与不足，特

别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艺术力量和积极的传播效果。尽管这些影片相对比较主旋律，还程度不同地

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都是立足现实而极其富有现实主义艺术魅力的，无愧是中国新现实主义

电影在改革开放后的很好传承发展。以吴天明导演而张艺谋担任主演的《老井》来说，电影上映时的

反响非常强烈。有感动而感慨的，有反思而反对的。影片让人感动的是，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集体主义精神；让人感慨的是，中国确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民生艰难，无法尽快满足人们过上好日子的

愿望。影片引人反思和反对的是，不应该提倡固守传统的做法，应该积极倡导生态移民。事实上，当

时中国西部的脱贫努力，已经包含生态移民的措施。作为艺术作品，《老井》还是强调要通过人们共同

努力来改变困境，创造美好生活。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精气神。这对于像

吴天明和路遥那样的伟大艺术家来说，也是始终不可丢失的雄心壮志。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些具有

新现实主义特征的电影创作，对于中国社会迎来更大改革开放而“撸起袖子加油干”，确实具有不可

[1]〔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200



传媒与艺术

江苏社会科学 2018/6· ·

小觑的历史作用与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并非仅限于创作中国西部电影的部分电影艺术家，有人拍

摄让人努力关注当时住房困难的《邻居》，有人拍摄关注知青返城问题的《大桥下面》，有人拍摄关注

自主就业的《雅马哈鱼档》等城市百姓现实生活题材电影。就现实主义态度及社会人文关怀而言，

这些影片与中国西部电影都内在相通，同样可以看作是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很

好传承发展。

中国电影第六代导演的部分创作，其中尤其以贾樟柯作品为主要代表，可以说是表征中国新现实

主义电影“今生”的又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部分的电影创作，很多具有非常明显的个人化因素，更多关

注在改革开放中依然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群。因此，那样的创作也许缺少理想主义的慷慨向上，

但是较为富有新现实主义电影关注百姓日常生活的纪实特征，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意义。不用说贾樟

柯还没有进入体制内拍摄的《小武》和“故乡三部曲”，就是他完全进入体制以后的《世界》《三峡好人》

等影片，照样还可以体会到他强烈的底层情怀和祖国情怀。从他进入体制后较长时间内的电影创作

来看，其人物身份和空间特征与同时代人很多电影的华彩绚丽还是很不一样，总还是能让中外观众都

强烈地感受到不能忘却的真实中国的另一面。这就是贾樟柯电影能够很好地走向世界并有所影响世

界的重要原因之所在，这其实也是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当代成功之一。

新现实主义电影和一般现实主义电影不一样，它通常更多产生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那样

的社会发展阶段，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往往比较突出，比如当下有所缓解但还是比较明显的农民工问

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等。但是，作为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今生”的作品，大多具有正面的思想文化

价值——尤其像《世界》《三峡好人》《可可西里》《图雅的婚事》等那样的作品。值得赘言的是，诸如《三

峡好人》《可可西里》和《图雅的婚事》这些第六代电影导演们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它们在地域及文化上

也都具有西部电影特征。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具有集中国西部电影、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为一体的特

色，体现了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具有“首先是个内容问题”方面的成功。这就

像王安全导演的《图雅的婚事》，与其说主要在讲述一个女人和2个丈夫之间的故事，不如说重点在讲

述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无奈和人情美善，令人伤感而欣慰。

我们无法拒绝新现实主义电影及其文化精神，因而难以拒绝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的一些电影，尽

管那些影片有的票房还非常不如人意。我们今天需要有歌颂大国崛起的壮丽诗赋，也应该聆听来自

社会底层的民歌乡曲。社会发展到现在，电影越来越成为大众消费的文化艺术，人们对其娱乐大众的

属性也越来越重视。但是电影应该有担当关注当下社会的责任，不能所有电影都对当下社会现实视

而不见。就关注当下社会现实而言，中国电影也许不可能承载太多，但承载太少或没有一点承载，恐

怕也是中国电影难以承受之轻。在全球化、商业化浪潮影响下，中国电影还是有较为直接地从现实生

活出发去关注民生、批判现实、赞美人性的艺术创作，这不仅表现出部分艺术家难能可贵的价值追求

勇气，很好地继承了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思想价值及文化影响，也提醒

我们对这些影片有积极关注和认真研究的必要。

〔责任编辑：平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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